
　　【编者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

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本期“十九大专栏”关

注教育与创新问题，主题为“发展教育事业，推动国家创新”。

　　大学是创新的重要主体，大学国际化是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业强副

研究员等人研究了大学国际化的程度和类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文章指出，应当构建良好的

创新合作环境，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使大学国际化能更好地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

　　创新离不开人才，而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决定因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丁重副教授和华南理工

大学邓可斌教授解答了追求高学历的成长意愿是否有利于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文章指出，

对于创新能力的提升，除了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外，政府对企业的引导和扶持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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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三螺旋理论中，政府、产业和大学三者合作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全球化进一步拓展了

创新主体参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产业国际化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影响越来越大。但

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却没有被重视。文章以三螺旋算子为门槛值研究大学国际化水

平、能力和不同类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创新合作环境整体上指向区域化，

官、产、学三者合作水平较低，区域科研体系开放性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创新合作环境整体较

差。官、产、学三者合作相对紧密的地区具有良性的创新合作环境，大学国际化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

的影响较大；官、产、学三者合作不密切地区的创新能力则受大学国际化能力的影响较大。无论是

“走出去”、“引进来”还是“面对面”形式的大学国际化，在创新合作环境好的地区，对创新能力都有

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受代理变量选择的影响，“编码”形式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在

创新合作环境差的地区，大学研发投入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同时需要“引进来”和“面

对面”形式的大学国际化参与国际学习、交流和培训，以增加创新个体之间的直接交流，促进当地区

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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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大学逐渐走出孤立的学者共同体这个被社会供养的象牙塔，大学的功能从单纯的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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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播知识的教学功能转向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并在与产业和商业的接触中再次形成了促进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功能，大学的两次革命使其与企业和政府一起成为了以知识为基础

的社会主要机构（Etzkowitz 等，2000），大学也日益成为社会创新系统中的重要创新主体。当知识

成为区域创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作为知识创造的主体对区域创新发展也起着重

要的驱动作用（Fritsch，2002；Cooke，2004）。尽管存在不同的起点和创业模式，但创业型大学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已逐渐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中国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强调

了大学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的重要性，指出要“推进科教融合发展，促进高等学校、职业

院校和科研院所全面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一批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组建跨学科、综

合交叉的科研团队，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优化创新组织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创新”。

但在全球化时代，知识传播和研究实施越来越国际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也更加依

赖各个创新主体的国际合作。面对全球联网的研究环境，知识、人才等创新要素早已摆脱了地域

的限制，变得高度国际化，大学等国家科研机构也不再是研究、技术和创新体系的独立组成部

分。近几十年来，跨越国家（地区）边界的知识交流越来越普遍。随着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快速

演进，大学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从初期的“对立型−工具性”阶段发展到“共识型

−机制性”状态，由此国际化部署成为所有高校必须直接面对的战略选择（邱延峻，2010），国际化

已经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大学国际化就是大学的办学理念、要素和行为

跨越国界进行互动的过程和现象，是将“国际的维度”整合到高等学校的教学、研究和服务等诸

项功能中的过程（OECD，1999），是大学全球扩张和知识传播的产物。大学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增

加了不同国家大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不同地区大学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教学、科研

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政府很快关注到了这股大学国际化的潮流。2012 年 3 月，教育

部印发了《高等教育专题规划》，提出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规划。

2016 年 11 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更是提出要支持以高校

牵头的国际化合作与交流，提升高校的国际化水平以便于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自 Carlsson（2006）第一次提出了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概念后，苏敬勤等（2014）把这种创新体系

国际化划分为构成要素（官、产、学等创新主体）国际化、要素之间的网络关系国际化和创新环境

国际化三个层次。随后又有不少学者在企业国际化与创新影响方面做了大量研究（Vernon，

1966；Shaked，1986；Grant，1987；Sullivan，1994；Ensley 等，2002），而大学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

重要的创新主体，其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却鲜有研究。那么，大学作为重要的创新主

体，其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有多大呢？其影响机制和效果如何呢？本文以三螺旋理论为

基础，构建大学国际化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实证模型，比较了在不同的三螺旋创新合作环境下

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大学国际化水平、能力和不同类型的大学

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区域创新合作环境整体上指向区域化，官、产、学

三者合作水平较低，区域科研体系开放性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创新合作环境整体较差。无论

是“走出去”、“引进来”还是“面对面”形式的大学国际化，对创新合作环境好的地区的创新能力

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受代理变量选择的影响，“编码”形式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不

明显。这些结论丰富了现有区域创新理论的研究，为当前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模型方法

（一）大学国际化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创新区域必须始终保持旺盛的知识生产能

力，大学之所以具有维持区域创新能力良性循环的“造血功能”，源于大学有源源不断的流动人

力资本，且是传播和创造知识的重要载体。路甬祥（2002）把国家创新体系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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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政府、企业和大学分别作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

知识创新主体参与到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负责为良性有效的创新场地提供制度支持，企业负

责适应市场并将研发成果应用在商业中，大学负责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转移。知识不同于信息，

因受空间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影响，知识具有部分排他性。根据知识转移的难易可把知识分为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又称编码知识，可以通过语言、书籍和文字等方式传播，且易被

人学习。而受空间因素影响的知识被称为“隐性知识”（Polanyi，1967），主要表现为空间的邻近

性，这类隐性知识的传播需要特定的方式，即面对面交流，且交流成本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

加（Von Hippel，1994）。

Youtie 和 Shapira（2008）在研究中发现，从传统的知识工厂演变为促进区域创新的知识中心，

再到促进当地先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大学成为知识中心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作为一个跨边

界组织，在学术机构当地商业和金融部门之间为隐性知识和编码知识的交流搭建了一个桥梁。

随着当前全球化特征的不断显现，以共享共性知识为基础的创新网络越来越庞大（拉杰什 ·

纳如拉，2011），创新主体间的合作互动以及国际化背景下的跨国联盟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愈

显重要，“联盟中学”（learning-by-alliances）这种互动性学习成为促进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传播的

重要途径。在理论层面，大学国际化是一种国际性的“联盟中学”，它一方面通过国际化的教材、

科研项目、会议展出等增加编码知识的国际传播，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学生和教师的国际性交流

增加隐性知识的传播，这些都为新知识的创造和旧知识在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传播提供了条

件，进而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

不同于过去生产有形产品的工业社会，在以创新为基础的知识社会中，大学−企业−政府三

者的相互作用是改善创新条件的关键。亨利·埃茨科威兹把这种创新模型定义为“三螺旋创新”

（Etzkowitz 和 Leydesdorff，1995），即大学−企业−政府三个机构既保持相对独立的身分又表现出另

外两个范畴的部分功能，这些功能上的重叠增加了大学−企业−政府三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三

螺旋动力”，最后在创新体系中表现出螺旋上升的发展规律。在三螺旋模型中，三个机构存在着

诸如在一个以上机构轮岗或定期工作的人员循环，通过政策、法规等信息网络的信息循环和创

造技术并在技术转移中获利的输出循环，三个机构不断混合循环、互利互惠，形成了三者内部和

其间的组织变化，最后铸就了区域的创新网络。

作为知识创新系统的核心，尽管大学可以通过国际性的交流合作传播新知识以促进区域创

新，但学习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在可能存在差异性、冲突性和不可适用性的国际性知识的学习

中。从国际性知识的学习、传播再到新知识的产生，不仅依赖于专业的科研团队和熟练的技术工

人等特定的创新主体，更依赖于知识生产和使用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苏敬

勤等，2014）。在三螺旋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学国际化推动大学作为区域创新主体发挥不同作用：

在三螺旋的初级阶段，官、产、学三者之间的协同合作没有建立起来，区域创新能力是依靠官、

产、学两两之间的合作来推动的。如在中国，官、产、学三者的合作中，政府与大学和产业都具有

天然的合作关系，关键是大学与产业的合作关系较弱，大学国际化只能加强政府和大学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却很难直接传导到产业部门，而经过政府部门传导会产生较大的信息漏损，导致官、

产、学三方不能发挥协同效应，造成三螺旋系统自组织性较低；而在三螺旋的高级阶段，官、产、

学三方在彼此不断重复的长期交往与熟知互动中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协和关系，大学国际化越活

跃，从外界传导到三螺旋系统的知识和信息越多，再经过大学部门传导到政府和企业，进而形成

一个完整的信息传导链条，共同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大学国际化影

响区域创新能力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在这个框架中，大学具有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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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能力的三重职能，通过大学国际化提高大学的知识传播和知识生产的能力，从而增强

大学在大学−企业−政府三螺旋结构中的创新贡献，降低区域创新和科学发现的成本，促进创新

活动的空间集聚。

（二）大学国际化影响区域创新的模型构建。

1. Griliches-Jaffe 知识生产函数。Griliches-Jaffe 知识生产函数（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KPF）是目前国际上研究知识生产和区域创新及其决定因素的重要模型。Griliches
（1979）首先提出了知识生产函数，他认为创新是研发活动中资本、人员投入及现有知识的函数，即：

Y = F (X,K,µ) （1）
其中，Y 表示在宏观或微观层面的产出，X 为研发过程中的资源投入，K 为现有的知识技术水平，

μ 表示其他因素的作用或随机误差。

沿此思路，Griliches 套用了 Cobb-Douglas 函数对知识生产函数进行具体描述，即：

Y = DCαLβKγeγt+µ （2）
其中 D 为常数项，C 和 L 分别表示研发过程中的资金和劳动力投入，t 是时间。

此后，Jaffe（1989）修正了该知识生产函数，并引进了空间单元和大学机构，即：

log(Pikt) = β1k log(Iikt)+β2k log(Uikt)+β3k[log(Uikt) log(Cikt)]+ ϵikt （3）
其中，i 表示研究的单元（如省、市等），k 是技术领域，t 为时间，P 为公司的专利申请数，近似于市

场上被运用的新知识；I 和 U 分别表示企业和学校的研发投入，C 表示研究单元内企业和学校研

发活动的地理相关性。自此，Jaffe 把“大学”这一要素加到了 Grilliches 的知识生产函数中，研究

者们也开始关注大学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2. 三螺旋算子的测算方法。官、产、学三个创新主体的联结关系主要表现为人员循环、资金

循环和信息循环，因数据可得性限制，现有文献多从财务角度分析三者的合作关系，但该种度量

方法仅仅测度了政府对企业和高校两个创新主体的单向资金投入，而无法衡量三者互利共赢的

合作程度。荷兰学者 Leydesdorff（2002）引用了 Shannon（1948）在信息论中的“熵”的概念，从互信

息的角度提出了衡量政府、企业、大学三者互动关系紧密程度的三螺旋算子。

用“熵”来度量系统的不确定性，即系统内部越有规律，信息量越少，“熵”越小。其一维熵、

二维熵和三维熵分别如下：

Hi = −
1∑

i=0

Pilog2Pi （4）

走出去

引进来

出席学术
会议等

交流论文、
报告等  

教学职能 旧知识
传播

新知识
产出

科研职能

   服务社会、
增强区域
创新能力
的职能

新知识
人力资源

大学

政府

输出循环

信息循环
人员循环

企业商品
风险资本

资金
政策和法规

创
新

大
学
国
际
化

图 1    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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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j = −
1∑

i=0

1∑
j=0

Pi jlog2Pi j = −P10log2P10−P01log2P01−P11log2P11−P00log2P00 （5）

Hi jk =−
1∑

i=0

1∑
j=0

1∑
k=0

Pi jklog2Pi jk = −P000log2P000−P001log2P001−P010log2P010

−P100log2P100−P011log2P011−P101log2P101−P110log2P110−P111log2P111

（6）

以大学和政府的二维信息熵 Hug 为例，以（0，1）表示事件没发生和发生，则大学、政府为研究

对象的信息有 4 种可能，即存在 4 个信息概率，P00、P01、P10 和 P11 分别表示大学和政府同时不发

生、只有政府发生、只有大学发生和大学政府同时发生的概率。而互信息 T 表示收到一个符号集

合消除的关于另一个符号集合的不确定性，其二维、三维互信息分别为：

Ti j = Hi+H j−Hi j （7）

Ti jk = Hi+H j+Hk −Hi j−Hik −H jk +Hi jk （8）

与信息熵总为正值不同，表征协同程度的互信息可正可负（叶鹰等，2014）。根据互信息原

理，二维互信息如 Tij 的值越大，则表示两者的合作越密切；而三维互信息反映的是三个子系统之

间的动态平衡，当 Tijk 为正数时，此时三个子系统不仅有双边的重叠，还存在三边的重叠，即在三

螺旋的网络结构中存在中心协调，而当 Tijk 为负数时，共同协作的三个子系统在其所组成的系统

中发挥了自组织作用，增加了整个系统的不确定性，Tijk 值越小，整个系统的自组织水平越高，两

两协和较多而三者协和较少（许侃和聂鸣，2013）。采用这种互信息法测算三螺旋算子有以下优

点：（1）互信息衡量了两两之间的双向关系，刻画了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2）三螺旋算子大小既

反映了两两是否有联系，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关联程度；（3）用已有的合作成果作为三螺旋算子

的计算基础可以反映三者之间稳定的、成功的合作关系。

3. 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影响的模型。大学国际化是通过大学的投入影响区域创新能力，

在 Griliches-Jaffe 知识生产函数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大学国际化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模型：

P = A · Iα0 ·U
β0+

k∑
j=1
β j x j

 · eεit （9）
其中，A 为常数项，P 为创新能力，I 和 U 分别为企业和大学的研发投入，xj 为大学国际化变量，

εit 为随机误差，βj 为待估参数。

两边取对数后，得到

lnP = lnA+α0lnI+ lnU ·
β0+

k∑
j=1

β j x j

+εit （10）

根据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本文加入大学国际化投入、创新主体的相互

关联和其他组织管理环境等变量对 Griliches-Jaffe 知识生产函数进行扩展，构建大学国际化对区

域创新影响的基本模型，如下：

ln Innoi,t = α0 ln A+β0 lnRduit +β1 lnRduit · Interit +γ0 lnRdiit +δ0 lnS tuit +φ0lnTuig+εit （11）

其中，Inno 为区域创新能力；Inter 为大学的国际化指标，是包含学生结构国际化、教师结构国际

化、课程国际化及科研国际化在内的不同类型的大学国际化；Rdi 和 Rdu 分别为企业和大学参与科

技研发的人员投入；Stu 为当地人才供应；Tuig 为三螺旋互信息值；α0、β0、β1、γ0、δ0、φ0 为待估参数。

官、产、研三者的合作程度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参考 Hansen（1999）门

槛回归模型的方法，以三维互信息 Tuig 作为门槛变量，以公式（11）为基础建立三螺旋算子的单门

槛和双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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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Innoi,t =α0lnA+β0lnRduit +β1lnInterit · I
(
Tuigit≤τ1

)
+β2lnInterit · I(Tuigit > τ1)

+γ0 lnRdiit +δ0 lnS tuit +φ0lnTuig+εit

（12）

ln Innoi,t =α0lnA+β0lnRduit +β1lnInterit · I
(
Tuigit≤τ1

)
+β2lnInterit · I (τ1 < Tuigit ≤τ2

)
+β3lnInterit · I (Tuigit > τ2)+γ0 lnRdiit +δ0 lnS tuit +φ0lnTuig+εit

（13）

三、样本数据和变量选择

由于部分地区数据缺失，因此文中的研究样本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和西藏自

治区，共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下文简称省域。数据来自 2005−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根据数据可得性及

相关研究，选取如下变量：

1. 创新产出。关于创新产出的指标，国内外学者多使用专利申请（Scherer，1965）。我国把专

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考虑到发明专利的经济价值高于前两种（赵彦

云和刘思明，2011），且与专利受理量相比，专利授权量更能反映有效的创新产出，故选用《中国统

计年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在模型中，用 Innoi， t 来衡量 i 地区第 t 年研发投入后的创新产出。

2. 大学的国际化。大学的国际化指标借鉴引用率较高的李盛兵（2005）的指标，即留学生比

例、外籍教师比例、国际性科研课题和国际性学术会议等衡量。兼具数据的可得性和实用性，本

文选用《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各地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研究的派遣和接受人次及

国际学术会议的出席人员次数、交流论文篇数、特邀报告篇数和主办次数的数据作为大学国际

化的重要指标。

国际化会议的举办次数、规模和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吸引外籍专家、举办国际活动的能力，

是国际化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用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办次数作为国际化能力 Int 的指标；合作研

究的派遣人次和接受人次分别衡量了该地区大学“走出去”的国际化和“引进来”的国际化，分别

用 Inabro 和 Inrecept 表示；而合作研究的人次和出席会议的人次加总反映了通过“面对面”交流

传播新知识的大学国际化，用 Intac 表示；同理用国际会议的交流论文篇数和特邀报告篇数来反

映通过传播编码知识的大学国际化，用 Inexp 表示；此外，本文还将交流人员次数和论文及报告

的篇数分别做无量纲处理，并附上相同权重后加总，将该标准化后的指标作为该地区的国际化

水平（InSI）的替代指标，即：

InS Ii =
Intaci

max
1<i<nIntac

+
Inexpi

max
1<i<nInexp

（14）

其中，该评价指标随着指标值的增大而增大，评价指标数值为正，最大值为 2。

3. 创新主体的联结关系。跨单位的论文合著类型已经成为合作研究的一种趋势，不少文章

基于论文合作单位开展官、产、学合作的量化研究（张玉华等，2004；金炬等，2007；王纬超等，

2013）。本文在“中国知网”的数据库中按照期刊的作者单位信息分别提取如“大学−企业”、“大

学−政府”、“企业−政府”在内的 7 个类别出现的频数，所得数据经过处理可得到官、产、学合作的

互信息。为了精确查询，我们以省名称、辖市名称和简称等准确甄别作者单位的属地，再以“大

学”、“学院”、“公司”、“集团”、“厂”、“局”、“厅”等准确定位作者单位的类别。论文成果是长期

科研的结果，也是未来研发的基础，因而期刊作者单位的交互关系是该区域不同创新主体稳定

合作的体现，也是当年区域创新的环境基础。因此，本文的官、产、学互信息算子选用与创新投入

相对应的时间区间。

4. 大学和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即《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的 R&D 人员全时当量，指 R&D 全时人员（全年从事 R&D 活动累计工作时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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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工作时间的 90% 及以上人员）工作量与非全时人员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的工作量之和。考

虑到年鉴中的企业存在“规模以上”和“大中型”两种不同的统计口径，本文的创新投入选择

2005−2010 年的数据，创新产出选用 2009−2014 年的数据。

5. 其他控制变量。本文选用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作为各地区大学人才供应的

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见表 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四、实证分析与计量检验

（一）区域创新合作环境的统计描述。本文以官、产、学三螺旋算子来判断各地区协同创新环

境的优劣。协合度算法是取冗余测度，协合度的正负揭示的是市场化和区域化动力学意义。即负值

指向区域化，正值指向市场化。当用 T 值测量时，T 的负值越大，区域化的 U、I、G 两两相互作用越

强；T 的正值越大，则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T 为正值时，则表明 U、I、G 独立性高，两两相互作用较

弱，但三者协合作用较强）。通过测算中国 30 个省域的官、产、学协同创新合作的三螺旋算子，结

果发现，中国这 30 个地区的三螺旋协合度均为负值，说明我国官产学创新合作环境整体上指向区域

化，即官、产、学主体之间三方合作水平较低，两两合作较多，区域创新合作环境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从图 2 可以发现，左侧 Tuig 负值较大的地区表明该地区的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两两协合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 符号 单位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创新 Inno 项 各地区发明专利授权数

解释变量 国际化水平 InSI 1 各地区各类型大学国际化去量纲加总

国际化能力 Int 次 各地区大学主办国际会议次数

“走出去”国际化 Inabro 人 各地区大学合作研究派遣人数

“引进来”国际化 Inrecept 人 各地区大学合作研究接受人数

“面对面”国际化 Intac 人 各地区大学合作研究、参加国际会议人次

“编码”国际化 Inexp 篇 各地区大学交流论文和特邀报告篇数

门槛变量 三螺旋算子 Tuig Mbit 各地区官产学合作程度

控制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 Rdi 人 各地区规模以上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大学研发投入 Rdu 人 各地区高等学校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大学人才供应 Stu 1 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人数与年末人数比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nno 180 3 729.12 5 062.27 35 23 237

解释变量 InSI 180 0.43 0.45 0.01 2

Int 180 65.19 79.10 0.00 430

Inabro 180 961.41 875.38 23 4 807

Inrecept 180 944.86 923.04 6 5 837

Intac 180 8 385.93 5 759.87 94 32 805

Inexp 180 2 667.42 2 991.33 21 16 307

门槛变量 Tuig 180 −142.88 56.24 −276.96 −58.48

控制变量 Rdi 180 31 679.49 39 198.35 85 258 943

Rdu 180 8 628.60 6 080.85 262 30 059.50

Stu 180 154.42 64.81 55.43 3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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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如青海、山西、宁夏、新疆等地区，其科研体系比较区域化；而在右侧，Tuig 负值较小，表明该

地区大学、产业和政府的三方协合水平较高，且科研体系更加开放或市场化，如湖北、重庆、北

京、上海等地区。2010 年，区域创新环境的协合程度最小的是青海，为−276.96；最大的是湖北，为

−76.10，前者是后者的近 4 倍。这说明，各地区的创新合作环境差异较大，应进一步划分发展阶段

进行具体分析。图 2 对 2005−2010 年的 Tuig 值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有 16 个地区的科研体系市

场化程度提高，其中海南和内蒙古的创新合作环境市场化程度提高幅度较大，在这些地区，大学、

产业和政府三方协合有所增加，区域创新环境更加开放；而另外 14 个地区的科研体系则更趋于

区域化，其中青海、河北和广西的创新环境区域化程度提高幅度较大，在这些地区，大学、产业和

政府两两协合增多，区域创新环境趋于孤立。

（二）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综合影响估计。在上文对区域官、产、学三者合作关系的

互信息值的统计分析中，三维互信息值的高低代表不同的官、产、学合作模式。一种是官、产、学

三者合作紧密，区域科研体系更加开放和市场化；另一种是官、产、学两两合作较多，区域科研创

新体系更加区域化。在两种不同的合作模式下，以及在不同的区域创新协合程度下，大学国际化

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以官、产、学三螺旋算子为门槛变量分别

对大学国际化水平和大学国际化能力进行门槛效应检验。为了确定门槛数量，依次对 2 个模型

在单门槛和双门槛的假设下进行门槛的自抽样检验，通过 Bootstrap方法和 F 值来判断相应模型

的门槛数量和门槛估计值（表 3）。在考察以国际化水平为解释变量时，单一门槛检验得到单门

槛 τ1_1 的门槛值为−189.0808，F 值为 35.29，P 值为 0，即通过检验；而双门槛的第一个门槛值 τ2_1 为

−189.0808，第二个门槛值 τ2_2 为−135.5447，双门槛检验的 F 值为 12.42，P 值为 0.30，即没有通过检

验。在考察以大学国际化能力为解释变量时，由于代理变量为举办国际会议的次数，部分地区次

数为 0，无法进行门槛检验。因此，本文采取单门槛模型进行估计，门槛值为−18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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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 年全国各省三螺旋算子（Tuig）及变化情况
 

注：Tuig2010 是以互信息衡量的 2010 年全国各省三螺旋算子值，Tuig05-10 是 2005 年至 2010 年三螺旋算子的变化量，数学表达

式为：Tuig05-10=Tuig2010-Tuig2005。

表 3    门槛估计值

门槛变量 门槛数量 门槛大小 样本最小值 样本最大值 F P

按国际化水平划分

单门槛 τ1_1 −189.0808 −191.2201 −187.2220 35.29 0.0000

双门槛
τ2_1 −189.0808 −190.6374 −188.3821

12.42 0.3000
τ2_2 −135.5447 −139.5749 −135.0066

　　注：因有的地区举办国际会议的次数为 0，导致面板数据非平衡，因此，按国际化能力划分不能进行门槛检验。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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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4 中，模型（1）至（3）是以大学国际化水平为解释变量的单门槛模型估计。根据大学国

际化影响创新模型（公式 10），本文首先对包含大学研发投入、大学国际化水平、企业研发投入、

大学人才供应和代表官、产、学合作程度的三螺旋算子等控制变量的单一门槛模型进行检验（见

模型 1）。结果发现，只有在 Tuig 大于门槛值的一侧，大学国际化水平对区域创新的弹性系数为

正值，并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在低于门槛值的一侧，大学国际化水平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弹性不显著。在模型（2）中，删掉了不显著的控制变量 Ln（Tuig）后，重新进行单门槛估计，结果发

现，在 Tuig 大于门槛值的一侧，大学国际化水平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弹性系数仍保持在 5% 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但系数值略有提高，而且模型（2）的 R2 值也有所提高；考虑到在模型设定中，大学

国际化主要是通过大学研发投入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而作为控制变量的大学人才供应在估计

中显示了较强的显著性，影响了模型对大学国际化水平的估计结果。因此，模型（3）删掉这一控

制变量后再进行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发现，大学国际化水平变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在门槛

值的两侧分别在 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且，在大于门槛值一侧的大学国际化水平的影

响弹性系数接近另一侧的 2 倍。模型（3）的 R2 值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可见，大学国际化水平对

区域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影响。

由于大学国际化能力的代理变量存在 0 值的情况，无法继续使用门槛模型进行估计。因此，

在估计中采用模型（3）的结构，同时增加以大学国际化能力与大学研发投入的对数值的乘积项作

为判断大学国际化能力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估计项。通过 Hausman 检验发现，应采取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估计，而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考虑到区域创新环境的差异

性，模型（4）和（5）对门槛值的两侧样本分别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在门槛值的左侧，也就是官、

产、学两两合作较多的一侧，大学国际化能力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对数有正的影响，且结果显著，而

在门槛值的右侧，也就是官、产、学三者合作较为密切的一侧，大学国际化能力对区域创新能力

的对数有负的影响。

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以大学国际化水平为解释变量的估计中，当三螺旋算子小于

门槛变量时，即官、产、学三者合作不密切，而两者合作比较密切的地区，大学国际化水平对区域

表 4    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变量
大学国际化水平 InSI 大学国际化能力 Int

（1） （2） （3） （4）Tuig<τ1_1 （5）Tuig>τ1_1
Ln（Rdu） 0.476 （2.85）*** 0.479 （2.88）*** 1.435 （6.92）*** 1.639 （4.44）*** 0.807 （2.14）**

Ln（Rdu）×Int 0.0003331 −0.0001313

（3.01） *** （−2.04） **

Ln（Rdi） 0.271 （3.70）*** 0.273 （3.73）*** 0.738 （8.35）*** 0.555 （1.25） 1.053 （6.10）***

Ln（Stu） 2.323 （12.1）*** 2.317 （12.2）***

Ln（Tuig） 0.078 （0.40）

Ln（InSI） 0.0064508 0.0026678 0.1923126

（Tuig<τ1_1） （0.10） （0.04） （2.23） **

Ln（InSI） 0.1533504 0.1541569 0.3524981

（Tuig>τ1_1） （2.42） ** （2.44） ** （4.08） ***

模型 单门槛 单门槛 单门槛 FE FE

R2
0.7224 0.7240 0.7975 0.7205 0.6838

F 值 29.24 35.29 18.87 59.74 32.74

Obs 180 180 180 4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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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小，弹性系数约为 19.23%；当三螺旋算子大于门槛变量时，即官、产、学三者合

作较为密切的地区，大学国际化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大，弹性系数约为 35.25%。而

在以大学国际化能力为解释变量的估计中，在官、产、学两者合作紧密而三者合作松散的地区，

大学国际化能力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而三者合作较为密切的地区，大学国际化能力对

区域创新的影响反而为负。其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一些国际性学术会议是由各省轮流主办，

使得大学国际化能力的衡量可能存在偏误；另一方面，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办次数只反映了当地

大学具有开展国际性学术合作的设施条件和经验能力，而不能完全反映大学在国际交往中的频

繁程度。这更能说明大学国际化作用于区域创新的机制是源于频繁国际交流中的知识学习和传

播，而不是各地特有的国际交往能力。总之，官、产、学三者合作相对紧密的地区，大学国际化水

平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而官、产、学两者合作比较密切地区的创新能力则受大学国际化

能力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三螺旋创新理论中的大学、企业和政府三个创新主体的相互作用并

非无界限的，三螺旋创新是三个机构在保持独立地位和身分的前提下进行人员、信息和产品等

要素交流形成的创新环境，如果某个机构范围不能保持相对独立性，将失去自己的本质特征，也

将削弱创新主体的创新贡献。

（三）不同类型的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选用的大学国际化代理变量是以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各地区国际科技交流中的合作研究的派遣和接受人次，以及

国际学术会议的出席人员次数、交流论文篇数、特邀报告篇数和主办次数的数据作为大学国际

化的重要指标。本文进一步把各地区大学国际化程度分为两类：一是按照国际化去向划分的

“走出去”、“引进来”的大学国际化，二是按照国际化交流类型划分的“面对面”、“编码”的大学

国际化。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的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1. “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大学国际化模型估计。表 5 是按照国际化去向划分的“走出去”

和“引进来”的大学国际化模型回归结果。其中，模型（6）是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估计模型；模型

（7）和（8）分别剔除三螺旋算子和大学人才供应变量的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模型（9）和（10）则分别

是以 τ1-1 为门槛值划分的两个样本组的估计结果。由模型（6）至（8）可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

大学国际化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都有正

向的影响。从两种类型的国际化变量的系数比值看，在模型（6）和（7）中，“引进来”的大学国际化

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是 “走出去”的大学国际化的 3 倍。模型（8）中，“引进来”的大学国

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是“走出去”的大学国际化的 1.08 倍。说明当前“引进来”的大

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从模型的解释系数看，模型（8）的 R2 值 0.8144 远高于模

型（6）和（7），说明 1.08 倍的影响系数较为可信。

表 5    “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大学国际化的模型参数估计

（6） （7） （8） （9）Tuig<τ1_1 （10）Tuig>τ1_1

Ln（Rdu） 0.178 （0.96） 0.160 （0.81） 1.172 （6.07）*** 1.637 （3.71）*** 0.701 （2.43）**

Ln（Rdu） × Inabro 5.78e-06（2.02） ** 5.96e-06（2.00） ** 0.0000129（3.30）*** 6.66e-07（0.01） 0.0000109（2.22）**

Ln（Rdu） × Inrecept 0.0000176（4.89） *** 0.0000183（4.82） *** 0.0000139（2.12） ** 0.0000546（0.82） 0.0000115（2.00） **

Ln（Rdi） 0.16062 （1.10） 0.16059 （1.00） 0.607 （2.76）*** 0.509 （1.59） 0.912 （7.93）***

Ln（Stu） 2.413 （8.15）*** 2.389 （7.97）***

Ln（Tuig） 0.890 （1.14）

R2
0.6426 0.6527 0.8144 0.7304 0.7654

F 值 97.53 116.00 70.23 6.56 76.24

obs 180 180 180 4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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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样本按照三螺旋门槛划分为两组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在门槛值的右侧，三螺旋算子较

大，官、产、学三个创新主体合作程度相对较高，其大学研发投入和企业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

力的影响皆显著为正，“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且作用显

著，“引进来”的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是“走出去”的大学国际化的 1.06 倍。而

在门槛值的左侧，三螺旋算子较小，官、产、学三个主体之间协作较为松散，区域创新能力受大学

研发投入的影响较大，且具有 1% 的统计显著性，而大学国际化和企业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

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在不同的创新协作环境下，创新主体对创新的贡献程度不同，官、

产、学合作紧密的地区具有良性的创新环境，知识可以有效地从大学中来、传递到企业中并应用

到创新中去；而官、产、学三者合作较松散的地区，三者没有形成信任、重复和互动的长期关系，

企业接受新知识并转化为技术成果的能力较弱，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大学的研发投入水

平。在创新环境较好的地区，创新主体对新知识的传播和吸收的能力更强，低成本的“引进来”

可以增加本国参与国际交流的受众数量，从而更大程度地促进区域创新；而在创新环境较差的

地区，创新主体对新知识的吸收和转化的能力较弱，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

2. “面对面”和“编码”的大学国际化模型估计。表 6 是按照国际化交流类型划分的“面对

面”和“编码”的大学国际化模型回归结果。其中，（11）、（12）、（13）是依次删除三螺旋算子和大学

人才供应变量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14）和（15）是以 τ1-1 为门槛值分组的估计结果。整体上，大

学国际化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面对面”和“编码”形式的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正向影

响。从系数比较来看，模型（11）和（12）中，“编码”形式的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

是“面对面”形式国际化的近 3 倍；而在模型（13）中，“编码”形式的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

的影响系数是“面对面”形式国际化的近 1.23 倍。而且，模型（13）的解释能力远远高于模型（11）

和（12），大学研发投入和企业研发投入变量在模型（13）中变得显著，与客观事实比较吻合。因

此，模型（13）更适合对这两种形式的国际化进行估计。

由模型（15）的结果可知，“编码”形式大学国际化的系数值要大于“面对面”形式的大学国际

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这说明创新合作环境较紧密的地区，更应该采取“编码”形式的大学

国际化。因为大学国际化的“编码”形式可以通过对论文、报告的复印、出版及流通等增加对新

知识的学习和获取的途径，更利于知识在更多受众、更多主体间的全方位、多形式的传播。而模

型（14）的结果则呈现出相反的结果，即“面对面”的大学国际化变量系数明显高于“编码”形式的

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这说明，创新合作环境较松散的地区，更应该采取“面对

面”形式的国际化，因为“面对面”形式的大学国际化可以增加创新个体之间的直接交流，有利于

改进创新硬环境和软环境，进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表 6    “面对面”和“编码”的大学国际化的模型参数估计

（11） （12） （13） （14）Tuig<τ1_1 （15）Tuig>τ1_1

Ln（Rdu） 0.203 （1.08） 0.189 （0.95） 1.234 （6.54）*** 1.595 （3.83）*** 0.825 （2.87）***

Ln（Rdu） × Intac 2.46e-06（2.33）** 2.44e-06（2.27）** 3.47e-06（2.41）** 0.0000218（1.17） 2.72e-06（2.02）**

Ln（Rdu） × Inexp 6.91e-06（3.00）*** 7.30e-06（3.02）*** 4.27e-06（1.63） 0.0000134（0.30） 3.08e-06（1.09）

Ln（Rdi） 0.076 （0.62） 0.731 （0.53） 0.560 （2.55）** 0.438 （1.39） 0.848 （6.89）***

Ln（Stu） 2.472 （9.68）*** 2.456 （9.42）***

Ln（Tuig） 0.242 （1.03）

R2
0.6165 0.6220 0.8191 0.7482 0.7712

F 值 87.30 99.60 59.87 7.19 74.78

obs 180 180 180 4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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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14）和（15）中，创新合作环境较为紧密的地区，大学国际化、大学研发投入和企业研

发投入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区域创新合作环境较弱的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

力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表明企业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创新合作不紧密，需要

进一步提升区域整体的创新合作环境。两种形式的国际化变量仅在模型（15）中的“面对面”形式

的大学国际化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其他大学国际化变量系数均没有通过 t 值检验，一个

可能的解释是：本文用国际学术会议的交流论文数和特邀报告数作为编码知识的代理变量可能

低估了编码知识的传播，因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国际性的编码知识较隐性知识更容易获取，即

使足不出户或者不认识国外研究者本人，也可以通过论文和书籍等学习，而面对面形式的国际

化交流成本高，主要表现在参与合作研究和国际会议上，因此用此代理变量分析“面对面”的国

际化与创新的关系也更为显著。

五、结　论

随着大学的不断发展，大学的功能也在不断地拓展和延伸，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

社会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认同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争创“双一流大学”时，各地区都把

大学国际化作为带动区域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依据官、产、学三者合作关系即三螺旋创新

合作环境对不同地区进行划分，研究全国省域层面和分区域的不同大学国际化类型和国际化程

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目前我国的三螺旋创新合作环境发展还不充

分，官、产、学创新合作环境整体指向区域化，即官、产、学主体之间的三方合作较少，两两合作较

多，区域创新合作环境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第二，大学国际化水平变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在

门槛值的两侧具有明显的差异。在门槛值左侧的官、产、学三者合作不密切，区域创新合作环境

趋于区域化的地区，大学国际化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小，弹性系数约为 19.23%；在门槛

值的右侧，大学国际化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大，弹性系数约为 35.25%。在门槛值的

右侧，大学国际化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而在门槛值的左侧，区域创新能力则受大学

国际化能力的影响较大。第三，“引进来”形式的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大于“走出

去”形式的大学国际化。在诸如北京、上海、湖北和重庆等官、产、学三者合作紧密的地区，两种形

式的大学国际化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而在官、产、学三者合作松散的地区，区域创新

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大学的研发投入水平，大学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第四，

“面对面”和“编码”形式的国际化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创新合作环境较好的地区，更应

采取“编码”形式的大学国际化；创新合作环境较差的地区，则应采取“面对面”形式的国际化。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目前国内区域创新网络整体上指向区域化，离完善

的三螺旋创新网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加强诸如人员循环、信息循环和创造技术并在技术

转移中获利的输出循环，使官、产、学三个创新主体不断混合循环、互利互惠，形成更有利于技术

发明和产品孵化的区域型创新网络。第二，大学是区域创新网络的重要主体，尤其是在创新合作

环境差的地区，大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有较大影响。而大学国际化是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

升的重要形式，各地区应根据当地创新合作环境和三螺旋创新所处的阶段，合理分配财政资源，

适时推动大学国际化发展。第三，在创新合作紧密的地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大学国际化

形式都很重要，同时应积极推动“编码”形式的大学国际化发展；而在创新合作松散的地区，大学

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较大，应加大对大学的研发投入。更需要通过“引进来”的形式参

与学习、培训和交流，积极采取“面对面”形式的大学国际化，以提升当地区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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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government is the main part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nterprise is the main par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niversity is the main part of knowledge innova-

tion. In other words,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effective innovation, en-

terprise is responsible for adapting to the market and applying R&D to business applications, and universit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duction, spreading and transfer of knowledge.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ross-border alliances among each innovation entities have an increasing influ-

ence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done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nnovation. However, universi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influence of its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rarely re-

searched. In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is an international “learning-by-alliances”. On the

one hand, it increase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odified knowledge through international textbooks, scientif-

ic research projects, and conference exhib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increases the spread of tacit knowledge

by increasing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se all provide conditions for the produc-

tion of new knowledge and the spreading of old knowledge in different groups and regions, which in turn will

improve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the regional innova-

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triple-helical innovation model of government-enterprise-univers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environment for government-enterprise-university is generally regionalized

and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is low. Both openness and marketization of the reg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are not high, and the overall regional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is poor. In the close coordination regions, the re-

gional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is related well and the degree of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great in-

fluence o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Furthermore, in the less close coordination regions, the ability of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a relatively larger impact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n the whole，

in the close coordination region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in the form of no matter “go abroad”

“bring in” or “face to face” a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Affected by

variable selection, the impact from "codified"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less

close coordination regions, the R&D input from university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cap-

ability. In addition to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in the form of “bring

in” as well as “face to face” to promote local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information entropy； mutual inform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 threshol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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